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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下的税收定位
邓力平
摘要: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下的税收定位应坚持“把握税收中性、缴纳必要税收、不忘减轻负担”这
一基本判断。从市场经济机制与税收基本定位、人民政府职能与税收坚实保障、税制适应基本经济制度、税收
服务根本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下的税收作用、坚持文化自信与税收走向现代化六个方面加以辨析，可从
中国特色“资源配置方式”特定角度为我国税收在新时代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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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已经走
出了一条“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康庄大道，这是从“资源配置方式”特定角度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诠释，是我们研究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特征的指导思想，
也是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下税收之准确定位的指导思想。
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经济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的认真学习，深刻领悟了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一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更好地发挥政
府作用;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 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与根本政
治制度相适应; 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性优势; 六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作用的发挥要体现中华文化自信。本文围绕这六个特征来探讨我国税收定位，这既是需
要持续探讨的理论问题，又是当前发挥税收作用应对挑战的实践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市场经济机制与税收基本定位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形式，当然必须符合市场经济共性要求，因此必须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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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市场经济共同特征的前提下深化对税收定位的认识。这里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市场经济
本质特征是什么，对税收有什么基本要求; 二是市场为何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税
收在这一作用发挥中又应如何定位。
放眼世界，在国家层面上使用的资源配置方式或运行机制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类，人
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效、最可行的资源配置方式”。回顾改革开放进
程，当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出来，在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走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后，正是邓小平同志 1992 年南巡讲话开启了社会主义中国坚定转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之路。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
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
济手段”，多么精辟，多么果断，这就是我们创造出举世瞩目成绩的重要体制基础。
笔者一直在思考，市场经济既不姓“社”也不姓“资”的那部分是什么? 换言之，市场经济
的本质特征、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笔者始终认为，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就是“供
求决定，价格导向”。基于此则可以延伸出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法治等特征，都与姓资还是姓社
无关，都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基本内涵。进而，“供求决定、价格导向”的市场机制
为何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坚持从“市场有效但不是万能，存在市场失灵”
这一认识来判定，应该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不同配置方式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
是在实践中加深这些认识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提法改为“决定性
作用”的判定，再到习近平总书记这次的重申，就是这样一个重要逻辑。
在这一重要判断下，税收的基本定位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
的理解又是什么? 笔者的基本观点有三。
( 一) “供求决定、价格导向”决定了“坚持税收中性、减轻税收负担”
关键是要处理好“坚持市场机制与不断降低税负”的辩证关系。在“市场供求、价格导向”
资源配置方式中，税收并不是天然存在的，随着税收变量的加入，必然对市场主体行为产生扭
曲作用，从而对价格形成机制产生影响。市场不欢迎税收，但须与之共存，所以必须寻求合理
的税收定位。就是要坚持“把握税收中性、缴纳必要税收、不忘减轻负担”这一基本判断。一
般国家都是税收与费用并存，但两者比例在不同类型市场经济下有所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下，政府相关收费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相对更高。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税费共同为国家职能
发挥的积极保障作用，又要看到在我国，“减税降费”作为一个体制性表述就有比“降低税负”
更广义的内在含义与政策要求，必须始终统筹权衡考虑。
( 二) 高效配置私人产品与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要求“取之有道、用之有方”
这是从市场机制角度来审视“收支联动”。“取之有道”，就是强调上述的“税收中性”“少
干预性”，既要考虑获取必要收入，又要尽量不影响市场高效配置资源，将体现税收中性作为
实施税收收入职能的必要桥梁。既要在税制设置上有利于市场机制运行，又要在征管模式上
体现减轻负担的原则导向。在我国体制性安排下，还要统筹考虑税制与收费机制的协调，考虑
税收征管与费用收缴体制的协调乃至统一，新时代中的“国地税合并”与“税费统一征收”就是
典型范例。“用之有方”，就是要坚持“有方位”与“有方法”。“有方位”就是要实现税收与收
费在提供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方面的主要功能，体现财政收入的公共性及准公共性，努力做
到必要提供与有效提供，支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与弥补市场失灵。“有方法”就是在处于初
级阶段的发展阶段中，税费使用要平衡发展与民生的需要，体现公共财政与发展财政统一。我
们已有成功经验，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征程中，则既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又要探讨实现
这些职能的新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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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放水养鱼与应收尽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示我们要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始终坚持“放水
养鱼与应收尽收”的结合，既贯彻尽可能的轻税政策，又在特定时期中实施好减税降费措施。
当前就是要坚持“市场决定性、税收要适应; 长期须坚持，当前更强调”的基本取向，面对错综
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对经济主体实施更多的“减税降费”。2019 年国家将“实施更大规模
的减税降费”，这既是应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有力举措，也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体现。当前还要特别考虑“税费统管”形式逐步实现、税务局逐步
转向收入局、“联办迅速提升效率”等新收入征管模式运行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影响。既要坚持
为国家税费款项足额及时入库感到自豪、充分肯定的基本观点，又要将因效率提升而实际产生
的税费负担作为新一轮税费制度改革的重要平衡因素。
二、人民政府职能与税收坚实保障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有两层
含义: 一是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应对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公平公正和实施
宏观调控，这是市场经济下各国政府的共性;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的政府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不忘政府前面有“人民”二字的“人民
政府”。对比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大社会小政府”，人民政府所承担的责任更大、
要做的事情更多，这是制度决定的。这两层含义的相互联系在新时代中要更加强化，要按照市
场决定性作用要求来发挥作用，不越位也不缺位，支持市场充分发展; 更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
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体现人民政府有效作为。这一判断是把握税收在新时代市场经济
发展中起坚实保障作用的出发点。这里谈三点认识。
( 一) 坚持中国特色的“收入任务观”，恰当制定与坚决完成“预算确定的税费收入任务”
实施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来，我们探索出了依法治税下完成税收收入任务之路，当前必须
特别强调三个方面。
1. 要更坚定对“税收任务必须长期存在是制度要求”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就人民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能和对应的财政收支要求而言，必须始终
坚持“以支定收”和“以收定支”的结合，强化支撑税收任务长期存在的理论依据。首先要坚持
“以支定收”的市场经济共性方向，政府“该办什么事去找什么钱”，政府的事就是提供公共产品
与保障必要支出，税收随之实现收入职能，并参与宏观调控，多年来已经实施，还应做得更好。进
而，还要从人民政府承担特定职能与时代要求角度去理解“以收定支”长期存在的必要性。这里
的“以收定支”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只是正常的量入为出之理财观
念，强调的是人民政府必须“有足够的钱办必要的事”。和西方政府只被局限为满足一般公共需
要的有限职能不同，人民政府承担的责任是扩展的，定义是“全面的”。因此必须对必要财力的获
取制定规划、明确任务。通常所说的税收“提升站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促进发展、维护稳定、
支持就业”等系列要求首先要靠实现收入任务来保证。这就是我国税收与西方税收的重要差别，
我们应在这样的高度上找到定位，“手中有钱、心里不慌; 完成任务，喜气洋洋”。
2. 要更坚定“在法治框架内完成税收任务”的基本定位
既要坚持“有足够的钱办必要的事”，同时必须要努力避免“拿过多的钱做过多的事”。这
些年来我们已经找到了具体实施路径，就是在《预算法》的框架内、在人大根本政治制度的审
查监督范围内，制定并完成“预算确定的税收收入任务”，形成中国特色的税收法定实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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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中，我们要贯彻中央提出的预算编制与审查“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要求，既要
加强对支出总量与结构、重点支出与投资等的规划、审查与监督，还要更科学地编制税收任务，
使之“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
3. 要在新时代中认真做好“预算确定的税费收入任务”的工作
当前，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已经到位，与此相对应，“预算确定的税收收入任务”已经拓展为
“预算确定的税费收入任务”。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在推进，政府在市场经济下作用的能
力在推进，中国税务人的责任与能力也在推进。2019 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强调，各地税务机关要
确保完成“预算确定的税费收入任务”。笔者建议，要坚持“税费任务有共性，税费差异要把握，
征管方式需协调，依法规范能完成”的思路，明确税费统一征收对人民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意义，
把握“税费归位”规范与当前共同承担的统一，明确税务部门参与编制税费预算的必要性，把握税
费之间、纳税人与缴费人之间差异，认识税费长期征管强度的差异与当前统一规范征收的渐进关
系。在这些认识基础上，把握税费收入任务实现的力度与节奏，树立必胜信心。
( 二) 坚持中国特色的“减税降费观”，把握新时代我国实行减税降费的机制所需、政策所
向与制度所要
一般而言，谁都期待减税降费，但同时谁都不希望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努力缓解这一矛
盾是长期目标，依法治税应收尽收是永恒主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作为党
长期执政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既要努力降低经济主体的税费负担，又要有足够的财力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要全力实现“以人民为中心”，都会对人民政府妥善处
理这一矛盾提出更高要求，都需要对人民群众在这两方面的要求进行正确引导，形成可行预期，
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我们还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理解“努力提高纳税人与缴费人
的获得感”的正确含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这是党中央的庄严承诺。在这一大背景
下，让纳税人和缴费人有更多获得感的提法与做法，是税务部门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抓手。纳税
人缴费人履行了法定义务，为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提高做了贡献，当然有获得感; 低收入的纳税
人缴费人通过政策实施降低了负担，通过体会纳税服务等进一步降低负担，当然有获得感，这些
都要坚持，都要肯定。但建议在宣传这一口号时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是要注意税费的特殊性。税
费对经济主体始终是一种负担，不能形成“降税费就有获得感，必要时提高税费就降低获得感”的
误解，必要税费是实现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提高的重要财力保障，纳税人缴费人对此必须始终有
正确理解; 二是要坚持在我国制度安排下，纳税人及特定群体不能完全等同于人民，西方制度下
一些关于纳税人群体的提法与做法在我国并不适用，这点必须始终坚持。
( 三) 坚持中国特色的“服务税收观”，把握新时代我国服务税收应该具有的“三层次”之
新定位
第一个层次是“纳税服务”，即依法治税与纳税服务的关系，强调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共性。
要始终坚持依法治税第一性，是基础，是前提; 纳税服务从来都是第二性，是手段，是工具。这一
判定的理论依据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要做到“个体无偿”和“整体有偿”的结合。“个体无
偿”决定了“依法治税”，而“整体有偿”呼唤着“纳税服务”。对于这个在多年实践中得出的基本
判断，必须长期坚持，依然保持不变。对应新时代对中国税务人的期待，这种服务税收观还不够
全面，还不能体现中国特色与时代要求，因此建议还要增加两个层面的理解。
第二层含义是高于“纳税服务”的“税收服务”，这是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服务市场经济决
定性作用、政府服务经济主体而体现出的税收服务，是与当前“放管服”大形势与新要求相联系的
税收服务，是税务部门作为政府的一部分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做出的贡献。近年来税务部门
形成的很多税收服务理念与实践都应在这一层面上把握，既包括在提高征管纳服能力上持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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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贡献，也包括绩效管理与数字人事等管理创新对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树立的标杆。
第三层次就只有“服务”二字，这是在“纳税服务”和“税收服务”之上、但高于这二者的
“服务”，就是税收“提升站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展示作为”工作中的“服务”。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总之，在今天新时代中服务税收的这三个层面缺一不可、依次递进。过去称之为
“依法征管与纳税服务”的关系，今天应该全面地拓展为中国特色的“服务税收观”。
三、税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维护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必须要“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在我们
用供求、价格、竞争、法治等来定义市场经济后，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对应的产权问题。改革开放
以来，理论界从回避这一问题到勇敢直面，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上，
探讨了公有制前提下的产权问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与运行提供了理论依
据，提供了实践范本。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内给予了民营企业深刻的制
度特征与时代要求，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结合就是“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两个毫不动摇”，就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不应强调用产权来定义市场经济共同特征，另一方面要从
理论上讲明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不同表现形式。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市场经济定位为
“自私主体为自私目的而逐利的资源配置”，因为那种研究最终就是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
同起来; 要持续探索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把握基本经济制度要求，
包括税收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与政策运用都要坚守这一理论底线。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理论认识已经有了一系列制度性的设置与表述。进入新时代后，这一
要求更加明确，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
和依靠力量”; 另一方面，我们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因为民营
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经济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形成的重
要支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
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重温与学习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判断，把握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中税收定
位的认识，促进我们在新时代中进一步做好税收服务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的各项工作。从这一
基点出发，这里提出三个观点。
( 一) 税收制度设置改革与税收政策运用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长期坚持与
巩固发展
既要有利于维护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又要维护作为“自己人”的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这
是税制改革与政策运用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研究税制发展，主要看发达国家税制改革与发展
中国家税制改革的区别，看所研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以此来判定对主体税种结
构与主要税种的选择，看基本税制设置的适应性和所对应税收征管的合理性，来看给定税制究竟
是先进了还是落后了，并以此来确定我国税制的改革方向。应该说这种分析有其合理性，但是主
要依靠这一方法与思路显然不够。我们既要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对一国税制
的要求，更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对税制的要求。我国存在国有部门，西方国
家也有国有部门; 但在不同基本经济制度下，在不同“某一所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我国国有经
济主体与西方国家经济主体的经济社会地位、行为方式肯定不同。同理，我国有民营经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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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有私营经济，在不同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所有制下，两类经济主体的地位与运行方式肯定也
是不同的。税制设置与改革难道不应该考虑这些区别吗?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制设
置与改革就是必须考虑为“维护”这一制度框架服务。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经济对
国家财政收入长期稳定实现做出的贡献，民营经济当前总体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同类别企
业税收贡献度与其对国家就业、创新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等，都值得研究。例如，当前民营
经济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
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企业数量。中央点明这些比例，强调的是民营部门对基本经济制度与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而作为财税部门来讲，重点要研究的是“5”与“6789”的关系，要研究在
给定税收征管下，税制结构是不是有利于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民营经济是不是税负过重，是不是
还有降税空间。这些研究不能仅放在一般减税降费层面上理解，还应放在是否有利于维护基本
经济制度发展高度上加以认识。
( 二) 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应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上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
企业，都是地位平等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
既然都是经济主体，对于它们的税收待遇当然要一视同仁，各自对应的税收负担当然要公
平合理，实施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能在市场机制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给
予不同类型经济主体一样税收待遇，不仅是现实要求，更应该是长期坚持的理念。例如，我们
要摒弃多年来事实上存在的“国有企业纳税意识更强，民营企业偷漏税动机更强”的观点。既
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下的组成部分，其发展都是为社会主
义国家经济社会服务，我们既要同等地相信经济主体依法纳税的自觉性，又要一视同仁地做好
征管制度设计和加强税收征管纳服。此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中的“多种
所有制”，还包括各类外商企业。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外商投资法》后，国家
将在法治框架内确立对外商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办法，税务部门对外商的
税收待遇，将会更加依法贯彻一视同仁的做法，从而从税收角度确保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下所有
经济主体相同待遇的目标。
( 三) 在当前特定发展阶段与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时期，要特别考虑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
业给予特定的税收支持
一方面要把握税制改革措施出台可能带来的影响程度，减缓特定政策执行可能带来的冲击;
另一方面要运用更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要有具体的措施落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分析了前阶段一些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包括“在‘营改增’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规范征管
给一些要求抵扣的小微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 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
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刻认识与总结提高。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措施中，不论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还是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或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都为税务部门把握税制改革力度与节奏、推行有效税收
措施来支持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不断提高认识，既看到为经济主体降低税
费负担的必要性，更应看到税收维护基本经济制度长远发展的历史责任。
四、税收要为根本政治制度的长治久安做贡献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必须要“与根本政治制度相适应”。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讲的就是党的领导，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与政体，特指的根本
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根本的政治制度安排已经伴随着 70 年来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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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建立、成长与壮大在始终坚持与不断完善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在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既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优势来
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又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一成功实践在
进入新时代后达到了新的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凸显出鲜明的人民性。从政治制度层面上把握，“以人民为
中心”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我们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来用好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目标。在这一事关方向道路的重大判断面前，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确。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要和根本政治制度相适应，强调的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来统领各项工作，这是新时代党和国
家的鲜明立场和历史担当。而从新时代对税收的要求来看，就是要树立“税收要为根本政治制度
的长治久安做贡献”的基本理念，笔者这里谈四个方面的体会。
( 一) 坚持“党管税收”要求，明确“人民税收”属性，探寻实践落实路径
在我国，税制长期设置与持续减税降费都必须明确制度性要求，不仅要考虑和基本经济制度
相适应，还要考虑与党的全面领导与人大根本政治制度相适应。关键就是坚持“党管税收”，坚持
“人民税收”。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的系列文章中，笔者强调了我国财政是“人民财政”，资产是
“人民资产”，这里同样强调税收是“人民税收”。我国税收必须始终体现人民性，党对税收的领
导与税收的人民性高度统一，长期坚持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社会主义性质不能丢，税
收为人民所有、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根本要求不能忘。我们今天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下
重提税收的人民性，还必须探寻新时代人大制度对“人民税收”实行“人民监督”的有效方式。这
些基本判断对我们认识当代税收问题至关重要。例如，我们要辩证看待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的税
制改革，既要看到市场经济对税制设置与改革要求的共性，更要看到不同制度条件下的鲜明差
异。美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里根税改到目前特朗普政府推进的税改，同样也是具有减税性质
的税制改革，但根本制度导向的不同决定了这些都不应作为我国税改的基本参照系。
( 二) 税制改革乃至税收立法必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要求
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判断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
与根本政治制度相适应，通俗地说就是一句话，“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绝
不能让资本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市场经济运行必然会产生资本，但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下，资本可以在一般资源配置中起重要作用，但不能进入国体政体、党政军群，市场运
行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商品交易原则涵盖所有领域截然不同。
如果偏离这一要求，就会看到腐败横生、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现象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
正常发展，就会影响“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就提到
“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在之前广东考察时也强
调，要“防范商品交换原则向党内渗透，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
些指示都事实上对我国税制改革与税收立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应该研究新时代税制改革与对
应立法如何体现这一要求的实践做法。这里结合笔者近年参与税收立法的体会谈两个佐证。
一是在我国人大代表结构中不能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占据过高比重，常委会组成人员中不应
有特殊利益的代表，从而避免影响或引导财税立法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前行。前些年个别
地方的财经立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过这种倾向，必须警觉; 二是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讨
论税收立法时，不能把个人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摆进去，这是我国人大代表是代表全体人民利
益之制度要求所决定的，必须站全局，讲政治，为人民，不能将自己视同于西方国家议员。笔者
这些年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税收立法实践，体会到组成人员都能站在国家大局上考虑问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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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形式来实现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导向与立法任务。
( 三) 要充分考虑我国政治制度对税种体系及其配置等的制约要求
例如，直接税与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配置是每个国家都要面对的，我们不仅应从市场经济
的共性上看待这一问题，还要看到政治制度对这一配置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经济高
速增长阶段中，我们看到了在我国“间接税制重于直接税”的现实，间接税作为主体税种，配之于
较多的价外税形式，配之于土地财政等非税收入的独特作用，直接税比例相对较小。这一模式为
我们用 40 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 200 年的发展历程，为迅速积累与快速发展提供了保证。随着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到来，当高质量发展成为前进目标，当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成为改革
方向，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必然成为税制改革方向。但是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直接税制如何
与根本政治制度相适应，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除了考虑发展水平与市场经济共性外，笔者强
调要注重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对直接税制大规模使用的制约要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一些具有
“劫贫济富”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措施，即使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我国也必须慎用限用乃
至不用。当前正在持续有序推进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已经体现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对具有共
性的个人所得税制在中国使用的考虑。笔者全程参加修法过程，感受颇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个人所得税法》的认真修订与高票通过，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众) 的利
益。个人所得税税基实现了综合与分类的结合，在边际税率方面，加强了七档中前三档的集聚，
明显地偏向了低收入群众，让低收入者获得感，让中收入者多做贡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
所得税制主要能体现调节职能，要能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要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在
我国制度下的公平效率权衡必须接受。因此在降低低收入者税负的同时，新增第八条规定不符
合独立交易原则、在境外避税地避税行为都会被税务机关进行纳税调整。我们不能仅将此视为
一般反避税措施，而应站在体现社会主义公平公正价值观的高度来认识。而加强对高收入的严
管，特别对违法高收入富人的严格管理，是不让“资本成为社会生活重要力量”的题内之义。
( 四) 要理解税收“新三性”在维护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在税收基本理论中强调税收“三性”，即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
这是从国家实现相关职能出发定位的税收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下又对税收三性，特别是“无偿性”进行了长期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我们强调了税收在国家治理中要起到“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对此可称之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税收“新三性”。当前对此的研究集中在税收“新三性”服务国家治理
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必要的，但我们还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统一中认识税收“新三性”。税收的基础性和支柱性作用与财政的对应作用相一致，重点
要研究税收的保障性作用。简言之，这一作用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保障支出与改善民生，更应
是税收为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起保障性作用的贡献。
五、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性优势下的税收作用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五个特征是能够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性优势。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明显优越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在党长期
执政与全面领导下，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亿万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奋斗，万众一心，克服
困难，不断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的最大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明确
地将过去常说的“体制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改革开放 40 年来，当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
8888
《东南学术》2019 年第 3 期
与市场经济配置方式结合起来时，始终没有忘记“集中力量办大事”，努力将这一制度性优势
与市场体制性长处结合起来; 在新时代中，我们更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并努力探
寻更加有效的实现形式。以科技创新领域为例，新定位的“新型举国机制”强调要“体现国家
意志、聚焦战略目标、强化政府主导、依靠市场机制、突出企业主体、协调产学研用”，深刻反映
了“举国机制”与“市场作用”的高度统一，正在不断产生效益。实践表明，“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中国人民努力实现伟大奋斗目标的政治性优势，具体形式可以与时俱进地加以探索，但基本
精髓与主要内涵始终不能丢。
在这一制度性安排下，税收应该有更明确的定位和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税收工作本身
就是“大事”，这是服务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团结、生活美好幸福的重要任务。税
收问题无小事，古今中外都有经验教训，因此务必集中全力做好; 另一方面，税务部门要按照“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性要求来办事，听指挥，讲站位，令必行，禁即止，通过发挥税收“作用经济、
反馈社会、服务政治”的独特作用，为党和国家大局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笔者曾将这一特征称之
为中国特色的“经济税收观、社会税收观、政治税收观”，是中国税务人展示作为的重要法宝。
进入新时代后，国家税务部门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做好税收工作方面已有了很
多成功范例，这里仅举四点。
( 一) “营改增”的成功
“营改增”既是一项重要的国家税制改革，更是党中央站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高
度交给税务部门的重大政治任务，依靠着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统一指挥，有
效配合，并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税务铁军打赢了这一仗。
( 二) 国地税机构的合并
这是党中央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税务机构合并有助于减轻纳税
人负担，这早是共识，但问题多年存在，解决颇有难度。而一旦党中央做出了决策，在坚持“四
个意识”前提下，税务部门对决策贯彻坚定、实施有效，同样圆满地完成了改革任务。
( 三) 我国税收营商环境的提升
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表明，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从第 78 位跃升至 46
位，纳税服务表现突出，多项关键指标取得进步，税收营商环境持续向好。这实际上是“集中
力量办大事”优势的重要体现，是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各方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税务部门努
力改进工作的结果。
( 四) 对社保费等征缴力度的把握
当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税务部门严格按照中央要求，令行禁止，有效地执行了对社保等
非税收入“不自行集中收缴”的要求，这同样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征收社保等非税
收入是税务部门的新增工作，依法完成之是应有之义。但是，非税和社保的征收力度与时机把
握，必须与总体经济形势相联系，必须与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保持一致，必须服务于总体
性的政策运用。当前必须妥善处理好这一关系，税务部门正在交出合格的答卷，我们应该站在
全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进程。
六、坚持税收文化自信与中国税收走向现代化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六个特征就是必须和“中华文化传统”相结合。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理念，“四个自信”成
为我们推进伟大事业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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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些重要讲话的启示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重要原因是这
种制度性优势与体制性安排根植于中华文明传统与文化传承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中国的成功，不仅应具有道路、理论与制度自信，还应有强烈的文化自信。相对应的，对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税收成功之路，也应该鲜明地提出“税收文化自信”的理念，并将此作为
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税收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税收文化自信角度看待我国税收定位，是一个新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这里仅做简要
论述。我们现在运用的许多现代税种，其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同步的，这一方面反
映着市场经济对税制设置的一般要求，但另一方面也嵌印着西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文明的烙印。
对于这些税种及对应的税制结构，首先当然要适应市场经济对现代税制的要求，努力把握之，
尽量用好之，持续完善之。但站在改革开放 40 年后的今天，有两点必须注意: 一是既然包括个
人所得税、增值税等在内的许多现代税种( 包括对应的征管模式) 都有反映西方文化乃至价值
观的事实，我们就要在中国实践中力图将中华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融合进来，既要“用好”之，
更要力争“超越”之; 二是应该对当前根植于中国大地之税制的总体适用性有充分自信，不必
经常再拿西方发达国家税制模式来做参照系，不必再进行没有实际意义或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的比较借鉴。这种自信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道路、理论与制度，同时也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
这里仅以这次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选择为例。这一选择既体现了市场经济下税制的
一般要求，又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因素。国外个人所得税制中专项附加扣除基本上没有将
赡养老人的费用纳入扣除范围。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少委员提出把赡养老人放入专项附加扣
除，以体现中国独有的孝道文化和尊老美德，体现根植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世代传承，体现“老
有所养”这一保障与改善民生重要方面的要求。这一建议最后得到了采纳，个人所得税修正
案高票通过，这一税种正在不断植入中华文化元素，真是令人欣慰。
还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应在包括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与
共存的国际格局中找到自己定位，中国税收模式同样也要有这样的视野。“中国税收要走向
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税收要走向世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列为今世界主要特征，其中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表述意义极为深
远。在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尊重各国价值理
念，不断促进民心相通，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恰恰是解决当前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
义等逆全球化的一剂良方。在相当时期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将在多极政治、
融通经济、共享信息、多元文化中并存发展，对应的不同税收现代化道路也会处在交流、比较与
竞争中。在这一大格局中，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
自信，也要坚定所对应的中国特色税收现代化的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自信。从这个意义上
说，和强调文化自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一样，强调“税收文化自信”对于我国
税收发展和开展国际税收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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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Orienta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 New Era
Deng Lip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ax orienta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 new era． The analysis is made in such six aspects as mechanism of market economy and basic
tax orientation，functions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and solid guarantee for taxation，tax system a-
dapting to basic economic system，taxation serving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role of taxation
in concentrating on performing a great deed and upholding cultural self － confidence and moderniza-
tion of taxation．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pecific evid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tax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odalitie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eadership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ic Alignment with BＲICS Countries by the
“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Li Yiping /Fu Yuheng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objectively requires
the existence of leadership． The key to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leadership is that each
country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its own benefit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s willing to pay the
corresponding costs． Although it is hard to avoid competition for leadership，it can be controlled
through strategic alignment． The“Belt and Ｒoad”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China’s top － level na-
tional strategy，but also an open，inclusive and win － win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BＲICS cooperation is a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non － Western emerging powers，
aiming 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o the benefi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f both can
achieve strategic alignment，it will not only be conducive to the maxim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n-
terests，but also favorable to the shift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 more inclusive direction． However，
the leadership competition wi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two to achieve strategic alignment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s far as it goes，China should ensure that the“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and
the cooperation with BＲICS will develop independently and continuously and give full play to each
other’s unique advantages． At the same time，China should adopt the measure of combining eco-
nomic incentives with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o prevent the two from being estranged from each
other or even contradictive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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